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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初，柯林武德遭受多次中风，他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在病重的情况下开始撰写思想
《自传》，以此整理尚未发表的研究内容。对于终身用笔思考的人来说，柯林武德非常坚定地认为:
“任何疾病都不会妨碍我思想和写作的能力，也不会妨碍我思想和写作的质量。当我感到不适，写下
一些哲学断想就是我唯一能做的事，停笔之前我会忘了所有病痛。”①然而，长时间的过度工作只会
加重病情。写完《自传》之后，柯林武德暂时离开讲台，从英格兰的默西河出发，前往荷属东印度航
行，希望缓解日渐恶化的病情。② 在旅行期间，从 1938 年 10 月 24 日至 11 月 13 日，柯林武德在阿尔
克诺俄斯( Alcinous) 号轮船上完成了《形而上学论》( 起初命名为《形而上学导论》) 一书的初稿，尝试
总结自《哲学方法论》之后开始思考的形而上学问题，而且其文体像《自传》一样，保持着激昂的战斗
精神。当时艾耶尔在《语言、真理与逻辑》( 1936) 一书中声称“形而上学”都是一些无意义的问题，柯
林武德作为牛津大学温佛莱特形而上学讲座教授，深感要给予有力的回击，他在文中激烈地抨击了

牛津实在论者解决人类文明问题的无能，重申了形而上学对欧洲文明的重要性。
1939 年 2 月 9 日，柯林武德开始写作《史学原理》一书，并草拟了写作大纲，虽说他生前只完成
了写作大纲第一部分的前三章，但他写给考古学朋友辛普森( F. G. Simpson) 的信件中明确表示此
书是他的毕生之作，“我已经在爪哇写了 4 万字，这是一本我一生都在准备的书。假如能够完成，我
也就没有遗憾了”。③ 然而，遗憾的是，随着欧洲局势的突变，柯林武德转向了更为紧迫的《新利维
坦》一书的写作，以此总结他在道德哲学领域的思考。

1939 年 9 月 1 日，德国突袭波兰，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其实早在 1938 年，柯林武德
在《自传》中就预见到这一天的到来。在他看来，一战爆发是因为局势失去了控制，最终签订和平条
约也只是因为一方打不动了，而不是控制了局势。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欧洲精神在控制
物体和物力方面取得了全面的胜利，面对人类存在和人的精神，却表现得无能为力”。④ 战争是自然
科学的空前胜利，但自然科学的力量正在把欧洲变成人面兽心的野蛮之地，这无疑是人类理性的空前

耻辱。
作为专业的思想家，从一战之后，柯林武德用了近 20 年时间来思考如何建立一门人文科学，希

望从中学到处理人类事务的技巧，这就是狭义的历史哲学( 历史学的知识论) 所要解决的问题。作为
现实的行动者，柯林武德同样意识到自己要战斗起来，不仅要与自己的身体疾病做斗争，而且要与欧

洲的心灵疾病做战斗。同样从一战之后，柯林武德就在思考道德哲学的问题，这也就是广义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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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历史的形而上学) 所要解决的问题，与实在论者的战斗就意味着要反对他们所认为的道德哲学

只是纯粹理论的科学，而与人类的实际行动本身毫无关系。在柯林武德看来，知识论与形而上学并
不矛盾，“哲学家就其思考历史的主体方面而言，就是一个认识论学家，就其思考历史的客体方面而
言，就是一个形而上学家;但是这种说法，由于提示他的工作的认识论部分和形而上学部分是可以分

别对待的，将是危险的，而且它也会是一个错误。哲学不能把认识过程的研究和被认识的事物的研
究分别开来”。① 重建历史学与哲学的融通关系，同时也就意味着致力于理论与实践的融通，反对那种
科学玩具似的哲学，而认同作为武器的哲学。柯林武德用生命书写的最后一部著作即《新利维坦》
( 1942 年 1 月 16日) ，无疑是那个时代的一把利剑，直刺欧洲野蛮主义的心脏。
几乎是在完成《新利维坦》写作的同时，柯林武德被中风彻底击倒了，身体左边瘫痪，只能坐在轮

椅上。他与妻子在德国空袭伦敦而造成交通不便的情形下，极为艰难地从牛津返回他父亲生前在康
尼斯顿( Coniston) 的居所。1943 年 1 月 9 日，在二战的炮火声中，柯林武德悄然离世，安葬于他父亲
的身边，享年仅 53 岁。
柯林武德的生命从此画上了句号，但他给此后的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留下了崇高的思想遗产。

1939 年 10 月 18 日和 19 日，柯林武德在写给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信件中提到了他的出版计划，打算把
以前发表的一些著作编成一套系统的文集。这套文集分成三类:哲学论集、哲学的原理和观念史研
究。第一类包括《哲学方法论》( 1933) 和《形而上学论》( 1940) ;第二类包括《艺术原理》( 1938) 、《史
学原理》( 1999) ;第三类包括《自然的观念》( 1945 ) 和《历史的观念》( 1946，增补本 1993 ) 。显然，柯
林武德生前只出版了这一计划的 1 /2，剩下 1 /2 的出版则由他的继承者所承担。由于各种原因和时
代命运使然，他的毕生之作《史学原理》的手稿被掩藏了半个多世纪，1999 年才由德雷和杜森编辑出
版。假如柯林武德没有英年早逝，假如没有爆发两次世界大战，《史学原理》是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英美的史学理论界还是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可惜历史上并没有假如。

一

柯林武德去世后，手稿交由他的学生诺克斯来编辑出版。“自然的观念”这份手稿并未做多少编
辑就出版了，但是，“历史的观念”则做了大量的增补工作。诺克斯并未按照柯林武德的意愿来编辑
出版“史学原理”，他给出的理由是健康原因导致了柯林武德未能完成原有的写作计划，单独出版显
然是不成熟的。诺克斯只是将“史学原理”书稿中的“证据”和“自由”这两篇的内容编入了“历史的
观念”，并增补了柯林武德就任温佛莱特形而上学讲座教授的就职演讲( “历史的想象”) 和提交给英
国国家学术院的讲稿( “人性和人类历史”) ，连同柯林武德 1936 年写作的三篇“形而上学后论”，共
同构成了《历史的观念》一书的“后论”部分。
诺克斯爵士作为英国的黑格尔研究专家，显然把柯林武德塑造成一位新黑格尔主义者。众所周

知，黑格尔早在《世界历史的哲学》一书中就曾提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命题，由此，世界历史
就是自由的精神( 思想) 从东方向西方发展的历史。《历史的观念》同样可以看作一部“普世史”，世
界史学的发展过程，从希腊罗马开始，随后经历基督教的洗礼和文艺复兴以来的辩证发展，最终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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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西欧社会中壮大和成熟。只不过，柯林武德并没有像黑格尔思考历史过程那样，将东方世界作为
“科学历史学”的开端，而是将开端聚焦在地中海地区的欧洲史学，并没有触及印度和中国这样更远
的东方史学。在柯林武德看来，近东地区的神权历史学和神话只是一种“准历史学”，真正的科学历
史学是由公元前 5 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创立的。此外，基于“历史”一词的二重性含义，黑
格尔的历史哲学聚焦在“历史客体”的过程上，常被称之为思辨的历史哲学或历史的形而上学，而柯
林武德的历史哲学则集中在“历史主体”的思维上，常被称之为批判的历史哲学或历史学的知识论。
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之“新”，就是他提出了“一切历史学都是思想的历史学”这一论题。
从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的哲学演讲录”( 1822) 到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演讲录”( 1936) 的一百

多年间，恰好是欧洲职业历史学蓬勃发展的一个世纪。欧洲人擅长逻辑地思想，然而历史地思想，则
是欧洲近代的发明。历史学对于整个知识体系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不仅历史学家从史学实践的
层面来归纳和总结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比如德罗伊森的《历史知识理论》( 1868) 、伯伦汉的《史学
方法论》( 1889) 和朗格诺瓦、瑟诺博斯的《历史研究导论》( 1898) 。而且，几乎与此同时，哲学家也开
始从逻辑和概念的层面来介入“历史知识何以可能”这一话题，就像康德对 16 世纪发展起来的自然
科学的前提和条件进行“纯粹理性批判”一样，新康德主义者也试图对 19 世纪发展起来的历史科学
的前提和条件进行“历史理性批判”，比如布莱德雷的《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 1874 ) 、狄尔泰的
《精神科学导论》( 1883) 、李凯尔特的《自然科学概念形成的界限》( 1896—1902 ) 。作为历史学家和
哲学家，柯林武德无疑继承和发展了西方的这一思想遗产。
随着二战后柯林武德研究的扩展，特别是 1978 年，柯林武德的女儿特蕾莎·史密斯 ( Teresa

Smith) 女士把柯林武德去世时留下的总共 4000 页左右的手稿存放在牛津大学的博德利图书馆供读
者查阅，促成了柯林武德研究的又一个高潮。荷兰学者杜森利用未刊手稿比对和评价了诺克斯版
《历史的观念》的得失，增补了柯林武德在 1926 年、1927 年和 1928 年的历史哲学讲稿，于 1993 年出
版了杜森版《历史的观念》，使得原先混杂的版本变得清晰起来。沉睡半个多世纪的《史学原理》于
1999 年得以编辑出版，德雷和杜森为此撰写了长篇导论详细介绍《史学原理》的内容，并增补了柯林
武德 1933 年至 1939 年的历史哲学论文和笔记。这两本著作的重新修订出版，为我们进一步探究柯
林武德的历史哲学思想打下坚实的文献基础。
《历史的观念》所增补的三篇历史哲学手稿，充分展现了柯林武德的新康德主义倾向，特别是在

“历史哲学纲要”( 1928) 一文中，出于对康德批判哲学的敬意，柯林武德分别以质、量、关系和模态四
个范畴来探究历史学的知识论问题。在这里，柯林武德首次提出了历史的观念性学说:“一切历史学
都是思想的历史学。”与此同时，我们也能看到，柯林武德对历史学的知识论的探讨，并没有像分析的
历史哲学家那样，以此来割裂和拒斥历史的形而上学问题。“如果一个法则确实是逻辑法则，也就是
说，是一个具有有效性的思想法则，而不仅仅是一个心理法则，那它必定也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法则，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逻辑和形而上学便是相同的……因为这个原因，如果把历史哲学简单地称为历
史方法的科学、历史的方法论，那就是一种误解。它既是历史思想的方法论，又是历史实在的形而上
学，只有主观方法和客观方面结合在一起，它才是一门令人满意的科学。”①在 1936 年写作的“历史
哲学”( 《历史的观念:导论》) 一文中，柯林武德重申了这一观点，并将历史哲学区分为狭义的历史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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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和广义的历史哲学，前者是对历史学何以可能的探讨，后者则是从历史观点所构思的一套完整的

哲学。在柯林武德看来，从康德到黑格尔，也许只是一步之遥。“史学原理”与“历史的观念”，也应
该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

二

关于“史学原理”这部大书，柯林武德计划写作的主题包括三个部分:“( 1) 单独说明历史学作为
一门特殊科学最明显的特征; ( 2) 历史学与其他科学之间的关系; ( 3) 作为思想的历史与现实生活的
关系。依次为本书的第 I、II、III 部分。”就第一部分而言，柯林武德计划写作的主题包括四个章节:
“I. 1、陈述并阐明证据的概念。这与证词的概念和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的涵义形成对照。I. 2、陈述
并阐明行动( res gestae［活动事迹］) 的概念。这与过程或变化的概念以及伪历史的涵义形成对照。
I. 3、重演的概念。这与死去的过去和完全性的概念形成对照。I. 4、历史学作为心灵的自我认识。排
除其他心灵科学。”①令人惋惜的是，柯林武德生前只完成了第一部分前两章节的写作。如果我们对
勘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的导论中关于“历史学的性质、对象、方法和价值”的讨论，或许可以补
充和重构“史学原理”的丰富内涵。“史学原理”的整个构思，一部分源自他的考古学经验，另一部分
来自他的哲学反思。在这个意义上，柯林武德在导论中总结的历史学的四个准入性条件和标准，也
可以看作他的史学原理: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所应该具有的一种思维框架和认知结构。
( 一) 历史学的性质:“历史学是一种研究( research) 或探究( inquiry) ”。② 我们知道，在西方的史

学思想传统中，从古希腊开始，historia这个词就是“探究”和“研究”的意思，也就预示着历史学在原
初的时刻就等同于一门科学。我们还知道，science这个词在英语世界，往往就是指自然科学，或者说
精确科学或实验科学。历史学要想成为一门科学，往往也就是依照这个自然科学的标准来构思的科
学，比如说实证主义史学。但是，这恰恰是柯林武德要加以反驳的史学观念，他认为历史科学与自然
科学有其同一的地方，也同样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柯林武德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是认为历史学
是一门有组织的系统科学，德语世界的 Wissenshaft这个词或许能够更好地表达历史学这门科学。
柯林武德还进一步指出，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就是提出问题并试图做出答案所依靠的那种思

想形式”。首先，这正是柯林武德在考古学经验的基础上所提出的“问答逻辑”，不同于自然科学意
义上的“命题逻辑”。其次，这也跟柯林武德强调史学的“认识论转向”有关，历史认知主体的心灵或
大脑不是一面物理学意义上的镜子，不可能客观地映射历史认知的客体，但这并非一种历史怀疑主

义，主体性并非一定导致主观性，因为当历史认识的主体从被动语态转到主动语态，反而能够更好地

解决历史研究过程中所面对的实际问题:历史学家不断地重写历史。由此可见，历史学家研究自己
所提出的问题，而不是研究客观存在的年代，真正的历史知识要从提问开始，然后通过过去遗留下的

证据做出回答。但在实证主义历史学家看来，历史学应从收集材料开始，把材料收集完之后，再进行
研究。柯林武德则认为，我们在收集材料的那一刻起，已经隐含地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可能在一开
始，我们对自己的问题是自发的，我们对自己的问题还不够自觉，但我们并不是漫无目的找材料，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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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带着某种意图来找材料，任何意义上“竭泽而渔”式的收集材料都隐含着认知主体所设定的“认知
框架”。再者，关于“问答逻辑”，我们还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苏格拉底那里。苏格拉底常常称自己
是一位“灵魂助产士”，苏格拉底习惯到热闹的雅典广场发表演说和与人辩论，其方式就是不断地提
问，不断地追问问题的前提和条件，最后逼出那个最后的答案:“认识你自己。”
关于“历史学的性质”这个话题，可以对应“史学原理”第二部分的计划。这个话题可谓贯穿柯

林武德整个历史哲学的一条主线。柯林武德是从历史思维的层面来加以论证的，某种意义上跟新康
德主义的立场也是一致的，他倾向于认为历史学是一门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人文科学。此外，柯林武
德之所以将他的历史哲学命名为“史学原理”，某种意义上有着与罗素的《数学原理》争胜的意味。
“II. 1、历史学与自然科学。A、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不可化约的: A1、历史学不能化约为自然科学; A2、
自然科学不应化约为历史学。B、它们之间的关系: 任何一门自然科学都是一项历史性的成就，它依
赖于‘事实’和‘原则’，即某人观察到某个事物并以某种方式对其进行思考的历史事实。”①

( 二) 历史学的对象: “res gestae［活动事迹］: 即人类在过去的所作所为”，“历史学是关于 res
gestae［活动事迹］的科学，即企图回答人类在过去的所作所为的问题”。②

关于“历史学的对象”这个主题，恰好可以对应“史学原理”第一部分的第二章节的计划。在实
际的写作中，柯林武德用了“行动”和“自然与行动”两个章节的内容来刻画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柯
林武德并没有称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过去的事件，而是要研究人们在过去的所作所为，这也是他认

为历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地方。自然科学意义上的“事件”，总是有一个外在的观察者的角度去观
看这个事件，而历史学意义上的“行动”，则多了一层内在的思想层面，也就是“意向性”的内涵，也就
需要有一个重演和理解的维度在里面，而不只是外在的观察和因果解释。
此外，柯林武德还先天地规定行动是“人类”在过去所做的行为，规定也即是否定，由此也就否定

了“神”的所作所为，也否定了生物学意义上“动物”的所作所为。基于“人类”的行动总是朝向某种
目的而做出的行为，这里的行动是一个理性的历史行动者所做出的行为，从这个定义，我们也可以看

出，柯林武德先天地规定了历史学是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柯林武德在“自然与行动”这一章节特
别讨论了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所涉及的自由问题，但却是在“历史思维”的自律性的论证过程中
推论出人类的理性活动是一项自由的事业。他所说的历史学的知识论与历史的形而上学之间具有
同一性。“( a) 历史思想不受自然科学的支配，并且是一门自律的科学; ( b) 理性行动不受大自然的
支配，而是以它自己的设计和自己的方式建立自己的人类事务、Res Gestae［活动事迹］的世界; ( c) 这
两个命题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③

( 三) 历史学的方法:“历史学是通过对证据的解释而进行的: 证据在这里是那些个别的就叫作
文献的东西的总称”，“历史学的程序或方法根本上就在于解释证据”。④

关于“历史学的方法”，正好可以对应“史学原理”第一部分第一章节的内容( 这一章节被诺克斯
编入《历史的观念》的“后论”) 。我们知道，职业历史学家对史学方法进行过很多经验性的归纳和总
结，一般而言，历史学的方法无非就是收集文献和考证文献，进而得出历史事实，最后再归纳概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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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规律。但是，柯林武德在“证据”这一章节中曾戏称实证主义史学方法有可能流为“剪刀加浆
糊的历史学”( 堆积史料) 或“鸽子笼式的历史学”( 以论代史) ，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缺乏“历史思维”
的自律性。在柯林武德看来，既然历史学是一门问答科学，问题与证据总是相互关联的。过去遗留
下来的所有痕迹( trace) ，不仅是书面的，而且还包括非书面的考古遗迹，都可以成为证明某一问题的
潜在证据。就像科学家不断地质问大自然一样，历史学家也要不断地质问任何上手的史料，将其转
化成历史推论的现实证据。
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家并不是要复原过去的本来面目，而是从上手的历史证据中回答历史学

家心中所设定的问题。在柯林武德看来，过去并不是客观存在的等待着我们去发现的历史实在。由
此而言，历史实在论不过是一种历史时间“空间化”的隐喻表达。一旦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
理解过去只是我们通过过去在当下的痕迹而建构出来的过去，而且，这种建构的过去是一种开放的

过去，能够给未来的重新建构提供某种自由的空间。借用美国逻辑实用主义者蒯因的一句话来说，
过去只是我们的“本体论承诺”，比如说，如果我们去追问华盛顿是否存在这样的本体论问题，我们并
不能先天地假定华盛顿是存在的，然后再去收集相关的历史材料去证明华盛顿的存在性，而是通过

将我们上手的历史材料转换为证明华盛顿存在的证据，当现有的证据能够否定华盛顿不存在的疑问，

或者说华盛顿不存在的概率是零，由此也就迫使我们不得不暂且相信华盛顿是存在的，华盛顿的存在

状态只是我们的本体论承诺而已。由此，这也启示我们，历史学家应该具有这样一种美德，即敢于承认
历史的“不完全性”，历史知识往往就是上手证据迫使我们不得不相信的“信念之网”。换言之，历史学
家不能欺骗读者说自己能够复原所谓的历史的本来面目，或者以“历史代言人”自居。由此，历史知识
才会随着时代和问题的不断变化，而不断地获得重写，就像我们对未来的期待那样，我们应该对过去

同样有一种开放的态度。
( 四) 历史学的价值:“历史学‘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认识你自己就意味着，首先成其为一

个人是什么;第二，认识成为你那种人的是什么;第三，认识成为你这个人而不是别人的人是什么”。①

关于“历史学到底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可以对应“史学原理”第一部分的第四章节的计划。柯
林武德认为历史学是作为心灵的自我认识。在这里，历史学的价值既不是“资政”，也不是“育人”，
但似乎又在逻辑上隐含着历史学既可以“资政”，又可以“育人”。这一观点看起来有点唯心论，乃至
唯我论的色彩。实际上，柯林武德提到了历史学作为自我认识相互依存的三个层次。第一个是作为
一般的人，第二个是作为特殊的人，第三个是作为个体的人。从第三个层次来看，柯林武德已经改造
了古希腊的这个“认识你自己”，在其中加入了历史性的维度。我们知道，古希腊哲人所谓的“认识
你自己”，往往是认识这个永恒的自我，这个自我的同一性是不变的，带有实质主义的陷阱，而柯林武
德认为的“自我”是不断变化的和不断创造的历史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过去就是一个他
者，只有通过当前的自我与过去的他者进行一个比较和对照，我们才能真正的认识我们自己是谁。
如果没有过去或他者这个维度，可能就没有所谓的自我了。而且，从第一个层次来看，过去的自我与
现在的自我、未来的自我也存在某种同一性，这也就是说，过去的自我与现在的自我、未来的自我之
间存在着某种连续性，只有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可通约性，我们才能得出普通的或一般的

人。但这个一般的人不是无差别的人，而是有差别的人，也就是历史的人。有差别，才意味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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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发展或进步的可能性，但这种差别又是可通约的差别，而不是绝对的差别，因为绝对的差别意

味着没有变化。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历史总是一与多的统一体，变与不变的统一体，继承与创新
的统一体。绝对的变不是历史，就像赫拉克利特所说的“万物皆流”，绝对的不变也同样不是历史，就
像芝诺所论证的“飞矢不动”。换言之，中文的“沿革”或“损益”这些语词恰好能够表达历史的本质
内涵，“沿”就是延续，“革”就是变革，历史既有延续的层面，也有革新的层面。
此外，关于“历史学的价值”这个问题，也应该对应于“史学原理”第三部分的计划。柯林武德提

出在这个部分要讨论历史思想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这里的主要观点是，历史学是对理论和实
践之间传统区别的否定。这种区别取决于———作为我们知识的典型事例———对自然的沉思，在那
里，对象是预先设定的。而在历史学这里，对象是构造出来的，因此，它根本不是对象。如果历史是
精心构造出来的，那么就应该很容易地理解一个历史道德和历史文明的特征，与我们的‘科学’道德
和‘科学’文明形成鲜明对照……一个科学的道德将从人的本性是一种需要征服或服从的东西这一
观点出发，一个历史的道德将否认存在这样的东西，并将我们是什么转化为我们做了什么”。① 由
此，从历史性的角度出发，“是什么”就等于“做了什么”。这句话同样可以在维柯“真理等同于创造”
的意义上来理解，“认识你自己就意味着你能做什么; 而且既然没有谁在尝试之前就知道他能做什
么，所以人能做什么的唯一线索就是人已经做过什么。因而历史学的价值就在于，它告诉我们人已
经做过什么，因此就告诉我们人是什么”。②

总而言之，虽然柯林武德生前未能完成“史学原理”这部大书，但借助于柯林武德整体著述中的
“思想网络”，我们仍然能够重演和重构这部大书的关键内涵。就如大卫·布彻在《柯林武德的政治
与社会思想》一书中所示: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体系有一个长期的规划和短期的规划之分。短期的
规划就是从早期的“历史哲学讲稿”( 1926) 到《史学原理》( 1939 ) ，长期的规划则是从早期的“道德
哲学讲稿”( 1921) 到《新利维坦》( 1942) 。在这个长期的规划中，布彻认为柯林武德的“重演论”在
理论理性上的困境将会在实践理性的层面得到解决。“理论与实践的亲缘总是浓缩到历史学与哲学
的关联，事实上，对于柯林武德来说，历史学提供了一把克服理论与实践相分离的钥匙。”③由此可
见，柯林武德的“史学原理”不仅是一部“历史理性批判”，而且是一部“道德理性批判”。“史学原
理”第三部分的规划将在“新利维坦”中得到实现。

三

“物转星移”( Eppur si Muove) ，柯林武德曾在《史学原理》中引用伽利略的这句名言，以此来阐述
他的历史主义思想，他同样在《自传》中多次提到，他关于历史学的理解和看法并不是一个终极的观
点，而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中期报告”。由此，我们可以说，柯林武德终其一生都在历史哲学的层面反
思和批判西方历史思想中的实质主义和自然主义传统，从而倡导一种彻底的人文主义和历史主义思

想，为后世留下了重新思考“历史学是什么”的史学理论遗产。
从发展的眼光来看，柯林武德的“史学原理”是基于他自身的历史经验所概括和总结出来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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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说基于 19 世纪以来欧洲历史学的发展而总结出来的一套史学理论，所以说，他的这部“史学原理”
也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推之百世而不惑。总体而言，他关于历史学的性质、对象、方法和价值的观
点，属于典型的西欧现代主义风格，他关于“科学历史学”的论述具有显著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
色彩。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的兴起，人们关于历史学的性质、对象、方法和
价值的看法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说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主要强调历史学中的理性主义，那么
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则要凸显历史学中的非理性主义。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地质学家的研究，
他们认为地球现在处于“人类世”( anthropocene) 的新阶段，开始的起点是 18 世纪的工业革命，人类
逐渐在自然世界处于主导地位，这个概念也引发了很多人文学者的讨论，那就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

反思，后人文主义( posthumanism) 也就成为人们广泛使用的一个新术语，而在后人文主义语境下兴起
的情感史、动物史这样的史学实践，无疑也在挑战着他的“史学原理”。
进一步而言，在柯林武德试图将他构造的“史学原理”与具体时空的历史学的发展结合起来，并

将其开端定向在希腊的希罗多德身上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带有“欧洲中心论”的色彩。当今全球史学
史的写作和实践告诉我们，柯林武德关于世界史学的论述已不合时宜。举一个例子来说，在《跨文化
比较史学的若干理论分析》一文中，吕森明确提出要避免把西方历史思想的文化传统作为比较的基
础，并进一步分析了跨文化比较的理论框架问题。作为理论框架，首先要找到人类社会的普遍性以
及各民族文化传统的最大公约数。在吕森看来，欧洲近代以来所形成的历史学并不能充当这样的理
想类型或范式，他认为“历史意识”和“文化记忆”可以作为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普遍类型。就此而
言，柯林武德所构造的“科学历史学”的标准恰好是基于近代欧洲的史学实践和历史观念，而吕森的
理论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柯林武德设定的标准背后所隐含的“欧洲中心论”。吕森进一步提出
可以从共时性和历时性两层来进行跨文化比较。在共时性方面，“应当考虑( a) 有关历史叙述之文化实
践的类型; ( b) 历史感知或意义的类型; ( c) 历史意识的状况; ( d) 历史意识的内在策略与运用; ( e) 历史
感知的主题( topoi) ; ( f) 历史学的表现、媒介、种类及其形式; ( g) 历史定性的不同功能”。在历时性方
面，“历史学最好运用一种与人类交往的主导性媒介相关的一般性历史分期。人们或许以区分三个时
代开始，它们分别由三种媒介规定:口述性、书写性和‘电子性’”。① 一方面，吕森基于人类交往的主导
性媒介所提出的历史分期突破了“古代—中世纪—近代”的分期模式，适应了互联网和大数据新时代的
变化;另一方面，吕森所构造的跨文化比较的类型也吸收了 20世纪 7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的
最新成果，突破了近代西欧“科学历史学”的藩篱，尽管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理论框架仍是基于西方的
历史经验总结出来的。
换言之，历史研究的实践永远在路上，人们对于史学实践的理论反思也同样是在通往未来的路

上。在此意义上，“史学原理”仍然是一部不断生成和改写的大书。

( 作者顾晓伟，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邮编: 510275)
(责任编辑:张旭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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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

① Jrn Rüsen，“Some 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Intercultural Comparative Historiography”，History and Theory，Vol. 35，No. 4，Theme
Issue 35: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Dec. ，1996，pp. 5 － 22．


